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土地革命战争时期党和红军的城市工作
———以红军从长沙到漳州的实践为例
□王明前
(厦门大学 马克思主义学院，福建 厦门 361005)
［摘 要］红一方面军在 1930 年 7 月至 1932 年 4 月间先后攻打过长沙、吉安、赣州和漳州四座中心城市。
长沙战役表明，即使是“农村包围城市”的革命道路，也并不拒绝在时机成熟的条件下夺取中心城市;攻打吉安
的胜利说明主张走“农村包围城市”道路的以毛泽东为代表的红一方面军前委，并不绝对放弃对中心城市的夺
取;在赣州战役期间，中国共产党城市工作的初步蓝图得以制定;而漳州战役虽然取得了战略战术上的成功，但
城市工作并未执行此前方针，也未收到好的效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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土地革命战争时期，中央红军即红一方面军
在 1930 年 7 月至 1932 年 4 月间先后攻打了长沙、
吉安、赣州和漳州四座省城或区域性政治中心城
市。史学界对此已经有过一定研究，普遍认为攻
打长沙和赣州分别是执行了“立三路线”即“左”
倾冒险主义错误和第一次“王明路线”即“左”倾
教条主义错误的表现，而攻打吉安则是在纠正攻
打长沙错误、开辟中央苏区的过程中一次成功的
城市攻坚战例，为开辟中央苏区奠定了坚实的基
础。笔者认为，首先不应该单纯以战役成败作为
衡量战役本身价值的唯一标准;其次，应该充分认
识到“农村包围城市”的革命道路并不绝对排斥对
部分中心城市的夺取和对城市工作的认识与探
索。因此，红一方面军攻打长沙、吉安、赣州和漳
州四座大城市的经验，理应作为中国共产党土地
革命战争时期的宝贵实践加以总结。
一、两次长沙战役前后的城市工
作思路
两次长沙战役，特别是第一次长沙战役期间
对长沙的成功占领，一直被认为是所谓“立三路
线”“左”倾冒险主义坚持“城市中心论”的代表性
证据。因此，对土地革命战争时期党和红军有关
城市工作问题的考察，有必要从长沙战役开始。
早在 1930 年 6 月 9 日，李立三在政治局会议
就指出红军攻打中心城市与城市无产阶级暴动的
关系问题。他指出:“我们说必须要有无产阶级的
领导，要有城市无产阶级的暴动，革命才有胜利的
可能，决不是说要红军等待城市无产阶级暴动，不
注意配合。”但另一方面，“等待配合同样的是错
误，如果红军都逼近了武汉，无疑的是统治阶级的
动摇崩溃已经到了极点”。总之，“我们提出没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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工人领导的城市工人暴动，革命不能胜利，是更加
紧城市工作的意义，决不是要红军等待工人暴
动”。［1］P104这种看似模棱两可的态度，其实表现了
李立三主持的党中央在强调工人阶级领导与城市
工作低迷现状之间的矛盾心理。6 月 11 日的政治
局决议更是通过“在中心城市爆发了伟大的工人
斗争，必然形成全国革命高潮”的高度亢奋的乐观
预言，直接驳斥红一方面军总前委“割据一省或几
省来推动全国革命高潮的观念，无疑是极端错误
的”。决议坚持认为:“没有工人阶级的总罢工高
潮，没有中心城市的武装暴动，决不能有一省或几
省的胜利”，并指责“不特别注意城市工作，想‘以
农村包围城市，单凭红军来夺取城市’，是一种极
错误的观念”。决议认为“地方暴动的目的是夺取
地方城市，建立地方苏维埃政权，是农民暴动的最
高形式，他的前途必然要与中心城市汇合起来，完
成全国暴动的胜利”。这实际是为长期满足于农
村游击战争的红军规定了服务于夺取中心城市为
目标的阶段性任务。［2］P120 － 1316 月 15 日，中央进一
步致信指责红四军前委的所谓“农民意识”，是“站
在农民的观点上来作土地革命，如像你们认为‘农
村工作是第一步，城市工作是第二步’的理论，你
们甚至机械的认为只有把武装分配给农民以及红
军，在杀尽农村土豪劣绅，才能保证土地革命的胜
利。你们没有懂得，现在土地革命已走入更高的
阶段，准备夺取全国胜利的时期，土地革命的彻底
完成，只有推翻豪绅中产阶级国民党的统治才有
可能”。［3］P139
1930 年 7 月 27 日，红一方面军第三军团攻克
长沙。但是 8 月 6 日即在优势敌军的围攻下被迫
放弃长沙。红军第一次攻打长沙的胜利给中央进
一步宣传以攻取武汉为中心任务的全国总暴动以
信心和佐证:“我们在长沙工人中的工作特别弱
小，可是在何键军队日益失败的时候，长沙工人便
在城内暴动起来，使何键军队更迅速的动摇而完
全失败。现在红军进攻武汉的时候，又安知道不
会遇着这样的形势”。［4］P240因此，中央自然无法接
受长沙的得而复失，认为“长沙事件，你们没有迅
速解决的指导采取积极进攻，消灭何键力量，向武
汉发展，反采取防御政策，固守长沙没辙是很严重
的错误”。［5］P2471930 年 9 月，红三军团军团长彭德
怀同志也向中央总结了第一次长沙战役的经验。
他认为在军事上没有在进攻阶段及时摧毁敌人战
斗力，给予敌人反攻的机会，即“主观上不能将进
攻策略予敌以集合残部调动所有力量反攻的机
会，没有促进全省政权保护全省政权消灭敌人之
主力部队采取进攻策略连到几省胜利而推定全国
革命高潮”。相反，“由于红三军团攻占长沙的胜
利，对于立三路线也起了支援作用”。［6］P156
其实，红三军团对长沙的攻取并非预先计划
的实现，而是在粉碎敌军围攻过程中先击溃敌军，
并进而在追击过程中乘敌方混乱之机攻入长沙
的。再说其兵力也还根本达不到彻底摧毁湖南敌
人的实力。但是在进一步的总结中，彭德怀指出
了第一次长沙战役期间党和红军城市工作准备的
不足，即“围绕着长沙的重要城市如湘潭宁乡岳阳
湘阴株洲等处，没有党的群众工作，城市也没有组
织，不能予红军以行军的便利”。［7］P383 － 384
1930 年 8 月 29 日，中共中央在给湖南省委、
鄂赣前委及行委关于第二次攻打长沙的指示中，
一方面要求红军在攻占长沙后，“应调转主力击溃
江西主力敌军，进一步做到占领南昌九江，使湘赣
苏维埃能配合而巩固的向前发展;使湘赣主要敌
人击溃的条件下红军应向着武汉中心前进”。从
上述指令来看，执行“立三路线”的中共中央的确
是在要求红军继续贯彻所谓“饮马武汉会师长江”
的计划;但是另一方面又要求红军“占领长沙后便
须立即召集大的群众大会，宣布成立中华苏维埃
共和国中央工农革命委员会(这是中央临时政
府)”，为一个月内成立中华苏维埃共和国正式的
中央政府做准备。中央认为此举意义重大，因为
“现时散乱的苏维埃政权还算是农民苏维埃政
权”，因此“我们必须坚决的建立工农民主专政的
中央政权，才能领导苏维埃革命到底于完成，才能
更加影响非苏维埃区域和广大群众一致行动起
来”。［8］P380这说明中央试图把夺取长沙作为整合农
村苏区战略资源、推动全国苏维埃土地革命向前
发展的关键契机。
对此，笔者认为攻打长沙不应简单指责为“城
市中心论”，因为，中央的指示信中说得很明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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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建立工农民主专政的中央政权”目的还是“影响
非苏维埃区域和广大群众一致行动起来”，并没有
否定和排斥农村根据地的建设和发展。即使是
“农村包围城市”的革命道路，也并不拒绝在时机
成熟的条件下夺取部分城市，只是必须把握以攻
取什么规模的城市最恰当和符合实际，这从井冈
山斗争以来就一直如此。因为夺取中心城市不仅
是农村根据地斗争的必然归宿，而且也是检验农
村根据地斗争成绩和效果的标准尺度之一。
第二次长沙战役的失败结局以及共产国际的
干预终于迫使中央政治局在 9 月 8 日无奈地表
示:“两次进攻长沙，更加证明国际的指示以及反
对武汉南京暴动是绝对正确的”，转而认为“加强
红军建立根据地与苏维埃政府是第一等工作，城
市工作要有更实际的发动群众以代替空喊的危
险”。［9］P266
二、吉安战役———夺取中心城市
与农村包围城市的结合
第二次长沙战役后，中央命令红一方面军“夺
取九江进攻武汉威逼南京”。［10］P389毛泽东主持的
红一方面军前委却于 1930 年 9 月 13 日向第一军
团下达进攻吉安的命令。但是命令仍然把进攻吉
安与攻打武汉相联系。命令称:“我方面军接受中
国共产党中央指示，有在争取革命暴动的首先在
武汉胜利夺取全国政权前提之前，汇合千百万工
农贫民在集中进攻策略之下猛烈的最火速的最勇
敢的夺取南昌南浔路以至湖口，消灭鲁涤平及江
西反动统治，截断长江封锁长江，向右进攻南京，
向左保障争取武汉之任务，决定了夺取南昌的第
一期方案，以第一军团夺取，第三军团略取峡江新
淦(现为新干———编者)吉安”。［11］P390 9 月 23 日，
毛泽东、朱德命令红三军团“由萍乡动身进驻樟
树，占领临江一带，截断赣江”，［12］P392配合一军团
攻打吉安。毛泽东在指挥红军放弃攻打长沙后转
攻吉安，将以攻打武汉为中心的战略任务限制在
攻取江西全省，进一步把具体战术任务限定在攻
打吉安上，一方面可回应中央对长沙战役后去向
的指责，另一方面把已经暂时搁置的开辟中央苏
区的任务，通过攻打吉安这一环节重新衔接起来。
彭德怀同志也认为:“取得吉安更有利于我在湘赣
两江间机动。”［6］P158
从攻打吉安的胜利可以看出，主张走“农村包
围城市”道路的以毛泽东为代表的红一方面军前
委，并不绝对放弃对中心城市的夺取。1930 年 10
月 26 日，红一方面军总前委与江西省行动委员会
联席会议决议认为:“吉安的胜利就是江西一省胜
利的开始。这一胜利是红军群众几年来的战斗中
第一个主要城市的夺取。他不仅是更有基础的帮
助红军向前发展，他不仅要号召全江西革命群众
最近期间完成江西总暴动，这对于全国革命势力
的推进，对于夺取全国革命胜利，同时是有伟大意
义的”。为进一步证明吉安胜利这一伟大意义，决
议特别比较两次长沙战役后指出:“第一次的不能
坚决持续占领长沙，主要的是群众条件不具备，红
军在力量上亦尚不是红军的中坚。第二次因为仍
然缺乏群众条件与敌方士兵的配合成为单纯红军
的攻坚，所以猛攻半月不能胜利。吉安就在相反
的条件之下，有了广大群众基础，所以就能真正的
夺取”。决议进而断言吉安的夺取对于江西一省
首先胜利的决定性意义，在于“在江西本身来说这
种条件有更多的可能，江西有六十余县的苏维埃
区域，农民暴动已成为普遍的革命高潮，一三军团
的汇合与红军第十军的鄱阳湖口的继续进攻，特
别最近吉安的夺取是江西一切革命势力成为夺取
南昌严重的威迫形势”。换言之，吉安的夺取不仅
是前一阶段苏维埃土地革命的成就标志，而且是
以夺取南昌为标志的江西一省胜利的起点。由此
可见，夺取中心城市在农村包围城市理论中的重
要意义。决议不仅高度肯定吉安胜利的意义，更
进而提出振兴城市工作的新要求:“现在应纠正对
城市工作的悲观与忽视，克服一切困难，建立城市
工作。职工运动的主要路线是直接组织武装暴
动”。其实这并不奇怪，因为“农村工作是第一
步”，本来就是和“城市工作是第二步”紧密结合
的。这次决议更希望通过吉安的胜利掀起土地革
命的新高潮。决议要求首先完成赣西赣东赣南的
地方暴动，“坚决消灭赤白对立的现象，把所有的
赤色区域连合起来(原文件为“连”———作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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要进而与闽湘鄂连成一片”，深入土地革命，“必须
学习过去的教训迅速没收一切土地，彻底平分才
有可能。在这一斗争中要树立雇农的领导建立独
立的雇农工会，建立贫农委员会”。决议还从军事
战略角度巧妙解释了攻打吉安与夺取南昌之间的
关系:“战略是确定占领南浔路，(但)在战术上，或
采取一直袭入，或在赣江西岸适当地点消灭敌人
主力，再行进占，这都归并于当时主客观两方实际
条件，不能一定拘泥”。［13］P404 － 412于是，攻打中心城
市就与土地革命的任务紧密结合起来。
同时，中央仍然要求红军攻打吉安的行动需
服从夺取南昌的总任务。1930 年 10 月 24 日，中
央政治局要求在攻占吉安后，“应迎击樟树之敌，
同时更要发动赣西南四周的群众，切断敌人一切
可以侵入的交通要道。只有这样，吉安的胜利才
能保持”。［14］P432六届三中全会后的新中央主要是
从军事战略的角度，提出农村根据地与中心城市
的关系问题。中央要求“在巩固苏区根据地的意
义上，苏区内部的一切城市应当完全占领，当然在
战术上尤其是在发动群众上，一些较大的城市，不
是都可以一下子占领的，但现在决不应再容许敌
人凭借交通要道一无阻碍的直达苏区的内部城
市”，并且特别指出赣州，“所以长期在敌人手中的
主要原因，便因整个赣江流域始终未为我们切断，
故敌人能自南昌樟树输送兵械，长驱直入”。但中
央理性地建议“占领与巩固苏区内部的一切城市，
也决不是单凭硬攻与孤守这一城市所能收效;相
反地，占领这一城市如果是要靠发动广大的四周
农民群众来围困它，是要靠加紧城内工作来响应
它”。［14］P432这实际上是重新肯定了“农村包围城
市”的意义。10 月 30 日，中央在给红军的训令中，
进一步阐述了中心城市与农村根据地的关系问
题。虽然“占领中心城市是中国革命的中心任
务”，但是“为着执行占领大城市的任务，必须在我
们已夺得政权的区域，巩固自己的势力，必须最高
限度的巩固红军势力，消灭苏区内的反革命”。只
有这样，才能“在有条件的情况下，不仅可以定出
夺取大城市的任务，并可保持着大城市的胜利，只
有这样才能计算到夺取大城市”。［15］P510这实际上
继续肯定了“农村包围城市”的意义。
三、赣州战役期间中国共产党的
城市工作蓝图
在连续粉碎国民党当局三次反革命“围剿”的
基础上，中央军委决定发起赣州攻城战役。1932
年 1 月 10 日，中央军委指出:“目前苏维埃革命的
任务，是要在有利的环境下努力巩固的发展苏区
与红军，贯通湘鄂赣苏区，在最近期间达到争取一
省数省革命首先胜利的目的”。军委指示中央红
军“趁着目前有利革命发展的时机，坚决的取得苏
区临近较大城市赣州”，从而“贯通湘赣苏区，造成
以赣州为中心联系到湘赣闽粤的广大版图，进而
威胁吉安向北发展，使革命发展更迫近夺取一省
数省首先胜利的前途”。［16］P489这一指示的精神与
1932 年 1 月 9 的中央决议一致，表明攻打赣州战
役计划仍然没有背离“农村包围城市”的宗旨。1
月 9 日中央决议指出:“扩大苏区，将零星的苏区
联系成整个的苏区，利用目前顺利的政治与军事
的条件占取一二个重要的中心城市，以开始革命
在一省数省的首先胜利，是放到党的全部工作与
苏维埃运动的议事日程上面了”。［17］P42换言之，攻
取中心城市是农村根据地发展的必然归宿和成功
标志，而夺取中心城市也必须以苏区的发展为基
础。
红军总政治部于 1932 年 2 月 15 日指示红三
军团:“夺取中心城市成为我们的重要任务”，因此
“必须坚决的反对忽视城市工作的农民意识”。总
政治部强调赣州战役的意义，在于“夺取赣州是给
国民党统治一个大打击，是援助各苏区的胜利，是
影响全国反帝运动的一个大兴奋，是截断宁赣大
路”，特别是“创造出赤色赣州，这样来向北发展，
使江西的整个南半部成为一片的巩固的苏维埃区
域，再进一步与湘鄂赣、赣东北两苏区贯通，夺取
江西的首先胜利”;总政治部特别对比长沙战役的
教训，为赣州战役提供参考，认为:“长沙工作是在
‘立三路线’之下进行的，我们既没有发动广大群
众的阶级斗争，反而执行了‘立三路线’所培养的
破坏城市政策，工人贫民及小资产阶级下层群众
都没有很好的发动起来”，结果“反动派不能很快
的肃清之，反动派竟能在红军占领后公开的毫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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怕惧的活动，反动武装也没有全部肃清”。经济政
策也有失误。“大商店概进行没收，银行大部烧
毁，而筹款工作又是实行了‘派款’和‘收房租’，
结果款项的担负落在中小商人特别是工人和城市
贫民的身上，而居住在城市中的地主的财产反没
有没收，大商人同样的逃脱了筹款的负担”。因此
总政治部指示红三军团吸取教训，在攻取赣州后
“应当坚决的实行阶级路线”，克服狭隘的农民意
识，“一切破坏城市的政策，以至于这种政策的极
微小的表现都是绝对不许可的”。
为此，总政治部要求在攻取赣州后，必须首先
“为了争取群众便要给反动势力一个大的镇压，将
反动首领军阀官僚县长国民党的主要人物等拘捕
起来，一切反动组织一律宣布解散”。总政治部强
调“肃反也一定要经过群众路线，我们要很快地从
群众中找出领袖组成肃反委员会，并须由该委员
会组织临时法庭来审问并处决这些反革命犯，绝
不要仅由红军审问并处决就算了事”。
其次，要执行正确的经济政策，“坚决反对没
收一切工厂银行钱庄大商店的企图，赣州的手工
业工厂及电灯厂等我们不能破坏，也不应该收归
国有，而应当是保留在其旧有者的手里”。总政治
部要求按照中华苏维埃劳动法对上述企业实行监
督，即“由工厂委员会或由同业工人产生出忠实有
经验的工人组织监督生产委员会，监督厂主防止
其怠工停止生产或破坏苏维埃经济”。商业方面，
“绝不能实行没收一切商店，我们应当允许商店自
由，亦不要干涉赣州与白区的对外贸易”。但是
“商会与一切商人的团体都应当立即解散，禁止商
人投机抬高物价与利用商会进行反对苏维埃反对
红军的行动”。财政金融方面，“宣布取消一切苛
捐杂税，废除工人贫民及农民与地主商人的一切
债务契约”，原则上“当铺的东西应当还给原当者、
贫民及农民，而不应没收为红军或分配贫民”。至
于“地主官僚商人所当的东西则可没收”。对于民
间借贷问题，“苏维埃政权废除并禁止一切高利
贷，但仍允许借贷与投资”，所以“银行与钱庄不宜
立即没收”，只是要“解散一切银行行会钱业行会
等等，严防资本家利用钱庄进行反革命的活动与
阴谋”。在筹款工作中要坚决反对“单纯筹款观
点”，“首先指出地主豪绅官僚军阀的一切财产应
当没收一部分于群众，部分留给红军”，防止没收
财产的原则用在资本家身上。总之，上述经济政
策对资本主义工商业本着保护与利用的原则，尽
力克服毁灭城市的狭隘农民意识，注重恢复和发
展生产，繁荣城市经济，促进城乡物资交流。
总政治部最后要求红三军团通过贯彻革命的
阶级路线开展城市群众工作，重点做好工人群众
的动员，要“发动工人群众组织生产，改良工人的
生活，启发工人群众来为苏维埃而斗争，成为赣州
工作的重要问题”。同时要重视城市贫民工作，一
方面要防止游民和不良分子的抢掠，另一方面要
“改善他们的生活，吸收他们参加一切政治的斗
争，反对苛捐杂税，反对高利贷斗争，吸收他们来
为苏维埃政权而斗争”，［18］P495 － 502尤其要反对把城
市贫民看作游民对待。
总之，在总政治部对红三军团的指示中，中国
共产党城市工作的蓝图得以初步体现。虽然由于
红军攻打赣州失败而没有付诸实施，但是其历史
价值仍然值得肯定。1932 年 3 月 17 日，红军总政
治部在总结赣州战役失败教训时特意指出:“攻取
主要城市是艰苦的斗争，应当先赤化城市之四周，
建立广大苏维埃来包围城市，使孤守城市的敌军
处于一长期包围中”，事实上肯定了“农村包围城
市”道路的意义;与此同时，也仍然高度强调攻取
中心城市的特殊价值:“赣州战争的教训，不在我
们不应当迅速夺取中心城市，而在告诉我们，为了
夺取中心城市，应当引退敌人打击增援部队，应当
创造苏区包围中心城市，筹足充足的给养，这样更
胜利的夺取中心城市”。［19］P517 － 520
1932 年 6 月，苏区中央局在赣州战役五个月
后反思了战役失利的教训，认为“因为对于目前政
治形势仍然估量不足，没有估计反苏联战争与反
中国革命的武装干涉的主要危险，反而过分的估
量帝国主义相互间的大战危机，认为在上海事变
中将要一触即发，这就影响到夺取赣州的战略与
战术的错误”。这一明显受到共产国际左右的判
断，并未妨碍中央得出下面清醒的结论:“尽量的
扩大苏区，发展和深入土地革命，将湘赣、湘鄂赣、
赣东北与中央苏区完全打成一片，夺取赣江流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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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南昌、九江、抚州、吉安、赣州、萍乡等中心城市，
以实现江西及其邻近省区革命的首先胜利，乃至
争取全国的革命胜利”。［20］P245 － 249这实际上仍然重
复着 1 月 9 日中央决议的精神。
但是史学界长期以来认为，赣州战役是执行
“左”倾错误路线的结果，便因此忽视中国共产党
在赣州战役期间对城市工作的探索。赣州战役的
指挥者之一彭德怀同志也认为:“从政治形势看，
当时处在一二八事变的形势下，应当高举抗日民
族革命战争旗帜，以停止内战，开赴抗日前线为号
召，改变某些具体政策，适应开展抗日民族统一战
线工作”，因此“打赣州不仅没有利用一二八事变
高举抗日旗帜，在政治上打击蒋介石国民党，反而
给蒋介石攘外必先安内的反动政策找了借
口”。［6］P174其实，这时距离“九一八”事变才仅仅半
年，要求党立即改变土地革命的主要任务，也是不
现实的。最现实的任务应该还是在反“围剿”战争
胜利的基础上进一步扩大苏维埃运动的影响，而
赣州战役理所当然符合这样的斗争方向。更何
况，正如前文所论，代表中国共产党人在土地革命
战争时期马克思主义中国化革命道路探索的“农
村包围城市”理论，并不放弃在条件成熟时夺取中
心城市。
四、漳州战役战术的成功和城市
工作的不足
赣州战役后，红一军团于 1932 年 4 月挥师南
下，于 4 月 20 日一举攻克漳州。毛泽东同志在日
后总结漳州战役的经验时，从内线与外线转化的
战略高度，阐述了漳州战役在土地革命战争中的
意义。他指责六届四中全会后的党中央，“由于看
不见根据地人民的力量，常常发生惧怕红军远离
根据地的错误心理。这种心理在一九三二年江西
红军远出打福建漳州时，一九三三年第四次反‘围
剿’战役胜利后红军转向福建时，都曾发生过”。
在漳州战役时，他们“惧怕根据地一部被占，而反
对集中兵力，主张分兵把守”。毛泽东分析“敌军
的注意力总是向着主力红军所在地，抛开主力红
军不顾而专向根据地，是很少这种事情的”。所以
漳州战役，红军主力转入外线作战，寻找外线敌军
薄弱的闽南张贞部作为攻击目标，就达到了“集中
主力消灭其一路，敌军统帅就不得不把他们的注
意力和他们的军力更大地向着红军。所以敌人缩
小根据地的计划，也是能够破坏”的效果。［21］P226因
此，漳州战役虽然与攻打长沙、吉安、赣州战役同
属于城市攻坚战，但是在军事上的意义与上述三
次战役明显不同，其根本价值在于，漳州战役属于
以外线作战掩护内线作战，而前三次战役均属于
单纯的内线作战，目的在于巩固苏区内部，即便长
沙战役也服务于攻打武汉的总任务。其实，漳州
战役早在 1930 年就在酝酿。在红一方面军总前
委看来，攻打漳州战役仍然服务于争取全国革命
胜利的总目标，因为“闽西整个斗争力量毫无疑义
地是向东江发展，这样才能与全国革命势力相配
合，才能更顺利的争取全国胜利”。因此，“打漳州
只是策略上的改变，而不是路线上的改变”。［22］P554
换言之，漳州战役虽然有外线作战的独特价值，但
是仍然服从中央苏区土地革命的基本要求。
但是，厦门中心市委在给中央的报告中，尖锐
批评了红军攻克漳州后城市工作的不足。中心市
委指责:“红军这次入漳，对动员群众的各种，对党
和群众基础的建立，对当地党部的帮助，对肃清社
会民主党及反动的工作，可说是忽视的”。中心市
委认为红军是因为单纯经济观点而导致对城市工
作的忽视，“红军在筹款的目标进行之下，给群众
许多不好的影响，对政权建设问题，一般的负责同
志的观点认为:‘不是来建立政权和进行土地革
命’，因此，他们没有坚决的执行建立新苏区的任
务”。特别是“漳州攻打之后，党的同志全部公开，
红军退漳，那么全然跟着红军退出的，漳州市只留
了二三个幼稚的干部那里负责，这是表现红军和
漳州的党对城市工作的放弃”。［23］P46 － 47可见，战略
和战术方面的成功，并不一定意味着城市工作的
全面成功。红军在漳州的城市工作显然没有达到
赣州战役期间设想的高度。
五、结语
综上所述，红一方面军在 1930 年 7 月至 193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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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 4 月之间先后攻打了长沙、吉安、赣州和漳州四
座中心城市。长沙战役表明，即使是“农村包围城
市”的革命道路，也并不拒绝在时机成熟的条件下
夺取中心城市。攻打吉安的胜利说明主张走“农
村包围城市”道路的以毛泽东为代表的红一方面
军前委，并不绝对放弃对中心城市的夺取。在赣
州战役期间，虽然城市没有攻下，但中国共产党制
定了城市工作的蓝图，而且其原则大体上是正确
的。而漳州战役虽然取得了战略战术上的成功，
但城市工作并未按此前的方针行事，导致政权建
设和党的建设都没有进展，甚至出现一些损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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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he Urban Work of the Party and the Ｒed Army in the Agrarian
Ｒevolutionary War Period:A Case Study of the Ｒed Army’s
Practice in Changsha to Zhangzhou
WANG Ming － qian
(School of Marxism，Xiamen University，Xiamen，Fujian 361005，China)
Abstract:The First Front Army of the Ｒed Army attacked the four central cities of Changsha，Ji’an，Ganzhou
and Zhangzhou in succession from July 1930 to March 1932． The Changsha battle suggested that the revolutiona-
ry road of“surrounding the cities from the countryside”did not refuse the seizure of central cities under favora-
ble conditions;the victory of attacking Ji’an further showed that the Front Committee of the First Front Army
who，represented by Mao Zedong，advocated the revolutionary road of“surrounding the cities from the country-
side”did not absolutely abandon the seizure of central cities;during the Ganzhou battle，the CPC primarily
formed the blueprint of urban work;however，the success of the Zhangzhou battle in strategy and tactics was not
transformed into the improvement of urban work．
Key words:the Agrarian Ｒevolutionary War period;the CPC;urban work;the Ｒed Arm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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